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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松田吉郎，1950 年出生於大阪，現為兵庫教育大學教育學部教授。研究領域

廣及近代中國華南地域社會史及日治時期台灣產業、教育史。1980 年擔任大阪經

濟法科大學教養部兼任講師，1983 年以《明清時代華南地域史研究》取得大阪市

立大學文學研究科東洋史學博士學位。1990 年轉至兵庫教育大學教育學部任教，

因指導論文而接觸日治時期台灣及朝鮮教育史。1996 年獲日本交流協會日台交流

中心研究補助，來台從事五個月的訪問研究，致力於蒐集日治時期台灣原住民教

育之相關史料。自 1998 年迄今陸續發表一系列該主題之論文，本書即是其中 11

篇作品依時間脈絡編排而成的論文集，亦可說是作者近 8 年關於台灣原住民教育

史研究之成果發表。 

二 

日治時期台灣原住民教育分屬兩大系統：一為學務部、文教局管轄之平地

 
∗ 本文作者為國立臺灣師範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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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教育；一為警務局管轄的山地原住民教育，作者據此將本書劃分為兩部：

第一部（一～三章）探討 1918 年以前國語傳習所及蕃人公學校之平地原住民教

育；第二部（四～十一章）析論 1937 年以前於蕃童教育所實施的山地原住民教

育。 

向來探討原住民教育皆以 1896 年 9 月設立「恆春國語傳習所豬朥束分教場」

為起點，本書亦然。惟作者透過《台灣總督府公文類纂》中的人事資料指出，1874

年日軍征台期間，豬朥束社頭目之子潘文杰統率恆春「下蕃」各社之頭目向日軍

輸誠，乃是該分教場設立之契機。1895 年日軍領台後，潘氏致力於誘導蕃民歸附，

益使該地成為施政重點。在潘氏與恆春支廳長兼國語傳習所所長相良長綱共同努

力下，取得總督府及社人的支持，豬朥束分教場遂為原住民教育之模範，其經驗

為翌年成立之台東國語傳習所各分教場所承襲。潘文杰、相良長綱兩人的合作實

為恆春、台東兩地原住民教育得以開展之要因，相良之履歷亦顯示沖繩經驗與台

灣統治之連動性。 

1898 年國語傳習所改制為公學校後，傳習所脫離初創時「培養通譯」之宗旨，

轉為「蕃童」教育的特殊機關。1905 年，進一步廢除台東及豬朥束國語傳習所，

改置「蕃人公學校」，其後 10 年間，校數及學生數皆顯著增加。此時分教場設立

之旨趣乃是欲透過教習日語使原住民歸順；各社教學情形相異，強調由廳長依實

際經驗靈活調整。1914 年，以擁有原住民教育經驗的台東廳所提出之修正令為藍

本，發佈府令「蕃人公學校規則」，始在法令上正式獨立於一般公學校，惟作法仍

保留因地制宜之彈性，教育內容重視日語及實科。作者分析 1915 年總督府出版之

《蕃人讀本》一、二卷，指出其內容採用敬體表現之口語體，顯示教學目標在於

會話，漢字則以最低限度之必要者為限。另根據《編纂趣意書》分析材料及插圖，

顯示總督府避用蕃語及台語，圖文皆呈現日本事物，強調原住民與日本人之相似

性及與漢人之差異性，具有「分離教育」之旨趣。1918 年，廢除「蕃人」之名，

在名稱上與一般公學校無異，1922 年新「台灣教育令」公布後，教育內容更與一

般公學校相同，因此，作者並未探討 1918 年後平地原住民之教育情形。 

至於山地原住民教育，作者依管轄機構及基礎綱要之沿革，大別為撫墾署‧

辨務署時代（1896~1901）、「蕃童教育標準」期（1901~27）、新「蕃童教育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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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1928~31），以及「理蕃大綱」等四期（1931~45）。再以 1901 年警察本署統轄

山地教育為起點，進一步細分為「蕃童教育標準」制訂期（1901~08）、「理蕃五年

計畫」時期（1910~14）、「台灣教育令」制訂期（1919~23）、新「蕃童教育標準」

制訂期（1928~31）、「理蕃大綱」時期（1931~37）及「皇民化政策」下的戰爭時

期（1937~45）等六期。除「台灣教育令」制訂期及戰爭時期作者未探討外，其餘

則依時間先後構成第二部之章節，呈現 1896~1937 年間山地原住民教育之沿革及

樣貌。 

日治之初，為順利統轄山地原住民，總督府參酌清代的撫墾局設置撫墾署，

採恩威並行之法，意圖透過教育製造原住民和日本人間的「兄弟意識」，故以署員

充任教員，一面學習蕃語，進行醫療施藥；一面依「德育第一，智育第二」之原

則，教原住民簡單的日語和算術，使原住民對撫墾署產生親近感，不重教育之成

效。1898 年教育事業轉由辨務署接手，在前述基礎上，選拔優秀之蕃童前往日本

國內觀光，企圖以實地教育促使學童對日本產生憧憬，自發地改善固有之「惡習」，

成為總督府推進統治之潤滑劑。質言之，此一階段的教育實為山地原住民教育之

嘗試，亦為日後山地原住民教育的「雛型」（prototype），在改造原住民意識之目

的上已達成一定成果。 

1901 年廢辨務署，山地原住民教育事務改由新設的警察本署「蕃務課」管轄。

迄 1908 年「蕃童教育標準」公布前，未有任何施行之依據，僅利用警察執行勤務

之空檔召集蕃童，教授日語，兼行醫療，稱為「蕃童教育所」。因此，各地的教學

理念、實際情形與設備差異極大。有鑑於此，1908 年公布「蕃童教育標準」、「蕃

童教習綱要」及「蕃童教育費」等三項法令，作為 1928 年新「蕃童教育標準」公

佈前的教育基準。由規程內容顯示此一階段的教育理念與前期並無差異，仍以「熟

習」日本風俗習慣為首務，惟明訂實科的教授應佔總教學時數 1/2 以上，將重視實

科之原則具體化。然而，在一貫重視實業教育下，與蕃童教育所同時發展之「蕃

婦機業傳習所」則因不受原住民重視而未能開展，僅在教育所之實科教學中延續。 

在向來討論日治時期理蕃政策之論著中，1914 年蕃務本署署長大津麟平提出

之〈理蕃策原議〉及台灣總督府囑託丸井圭治郎之〈蕃童教育意見書〉常為論者

分析之對象，作者亦以此為本，析論五年理蕃政策期間（1910~14）蕃童教育之議

論與實踐，指出此期仍以日語、實科教育為重心，重德育甚於智育，以培育善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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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農民。惟與先前不同者在於大津強調利用佛教傳教師進行社會教化事業，丸井

則主張將蕃人公學校、蕃童教育所分別改為社學校、簡易社學校，以確立獨立於

本島人及日本人教育之外的教育系統。兩者之構想皆未能實現，至於箇中原因作

者在本書中並未論及。
1

儘管在理蕃政策的推移中，教育所及學童數持續增加，然而，根據台灣總督

府囑託鈴木質於 1925~29 年至各地視察之結果，指出「蕃童教育標準」已與實際

需求脫節，主張另訂新標準，並廢除甲、乙種之差別，使教育所內容均等化；在

各地召開講習會；編定蕃童用讀本；配置實習助手等。另一方面，在 1922 年新「台

灣教育令」頒布後，教育所為初等教育的一環，自當為改革之對象，總督府乃參

考鈴木之提案，於 1928 年頒訂新「蕃童教育標準」。配合內台融合之政策，將教

育對象界定為「教育不常用國語或台灣語的子弟」。換言之，意圖以日語作為雙方

的共同語言，建立「國民」意識。其次，明訂教育所以「涵養國民性」為目的，

雖廢除甲、乙種之區別，但仍延續偏重實科教育之基本方針，強調訓育與實習，

可說是再度強調教育所異於公、小學校之特性。自本年起，教育所學童數已超越

平地原住民就讀之公學校，成為蕃童教育之重點。 

山地原住民的教育至此已實施 32 年，兩度改訂規程，惟不變的是重德育甚於

智育，強調消除原住民「馘首」之弊，防其反抗於未然。因此作者另以「修身教

育」作為焦點，探討新「蕃童教育標準」頒訂前德育教學之情形，指出兩階段變

革：撫墾署、辨務署時代重視形式上容易入手之禮儀、倫理教育，大正末期以降

則轉為較全面而深入的「修身教育」，並在新「蕃童教育標準」中獲得確立。作者

進一步將鈴木質在〈蕃童教育改善案〉中有關修身教育之意見做一初步的歸納，

指出其內容雖與一般修身教育大致相同，但仍有其特殊之處。例如在自身之修養

上強調「勿陷於迷信」、「愛憐生物」等；關於五倫之要項中，特別灌輸原住民與

日本人之間的「同祖意識」；有關服從天皇制國家秩序之德目，則以天皇親自下田

之事例，鼓勵原住民進行定地水田耕作，以配合總督府之「授產政策」。 

                                                      
1  有關佛教佈教師所進行的原住民教化事業，作者另撰〈仏教布教師による原住民教化事業〉

一文，發表於《現代台湾研究》第 19 號（大阪：台灣史研究會，2000 年 3 月），未收錄於

本書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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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理蕃政策之發展脈絡中，霧社事件無疑是很大的轉折。作者分析此一事件

前後理蕃關係者對教育所及教師之議論，指出事件前，論者僅在精神上要求教師

抱持熱情，教師待遇及制度本身則極不完備，此乃造成霧社事件之一要因。事件

後，田子大民、鐘江龍文、鈴木質等教育關係者皆提出設置監督指導機關、設置

任教補助者、教育專任化、採用複式學級以減輕教師負擔等具體的制度改善方案，

顯然事件前後之議論有從「精神論」轉向「制度論」之趨向，亦顯示該事件是迫

使總督府思考改善原住民待遇之契機。 

翌年（1931 年）頒佈的「理蕃大綱」即為此一方針之產物。惟其實踐情形究

竟如何？作者透過 1932 年刊行的《理蕃之友》，針對「原住民之現狀調查」、「原

住民教育內容」、「教師論」等三項議題，觀察當時的教育情形。結果，顯示總督

府對山地原住民之教育政策已從粗陋未定走向具體詳密，而理蕃大綱之具體化始

終是殖民政策的一環，維繫著總督府支配構造之延續與發展。 

綜觀上述，在山地原住民教育的四個時期中，歷經嘗試階段、漢蕃分離、漢蕃融

合之國民教育，以及改善原住民待遇之轉折。然自始至終其內涵皆是「以日語、

實科為中心的近代化教育、同化教育」。 

三 

本書之作者松田吉郎長期致力於殖民者及統治政策之探討，
2
其論著為學界相

關研究者所重，原因無他，即為紮實的史料運用，此亦為本書之最大特色。誠如

作者在序言中所述：「（在台灣）五個月間，每天至國立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蒐集

日治時期台灣原住民教育史關係史料……」本書的每一專題，作者皆能適切地使

用《台灣總督府公文類纂》、《台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台灣日日新報》、

《理蕃誌稿》、《理蕃の友》、《台灣警察協會雜誌》、《台灣警察時報》等一手史料

作為論述之素材，無怪乎，其文章被研究者稱為「必備的史料研讀索引」。
3
作者

所建構的統治者面貌，實為探討日治時期原住民教育者重要的參考。 

                                                      
2  作者雖亦從事口述訪談兼及被殖民者之立場，惟整體而言仍以統治政策之探討為主。 
3  李佳玲，〈日治時期蕃童教育所之研究（1904~1937）〉（中壢：中央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

文，2002 年），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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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作者憑藉著紮實的史料基礎，在分期的建構上亦展現其獨到之處。擺

脫日治教育史慣用之分期，不再套用台灣教育令之頒布作為分期的依據，而是配

合漢人、原住民、日本人三軌制之設計，以原住民教育自身之轉折訂出符合實際

之階段區分。儘管本書以論文集之形式呈現，然因視角集中、斷限分明，在章節

架構上益能呈現各階段教育政策之演變和特色。 

其三，作者善用關係者之議論掌握該時代的教育脈動與精神。例如作者以台

灣總督府囑託鈴木質之意見書呈現舊「蕃童教育標準」實施之問題及其理想在新

標準中的落差；另外，比較霧社事件前後之「教師論」，指出蕃童教育在制度面的

缺失乃為霧社事件勃發之要因，此皆為向來研究者所未揭示的新觀點。換言之，

透過相關人物的言論，探討殖民者政策制訂背後的思維、現實與理想的差距，在

一定程度上補充了以往單就政策內容論斷統治成效之缺失。 

然而，就本書外部架構而言，仍難以避免「論文集」出版形式之缺陷： 

(一) 題目與章節未能緊密結合：本書以「台灣原住民與日本語教育」為題，

內容未觸及學校以外的教育情形，卻又超過「日語」教育之範疇，論及

修身教育。 

(二) 章節之間未能連貫：本書雖已按教育系統、時間先後為軸線安排章節順

序，但在時間上未能囊括全體。例如在「理蕃五年計畫」時期（1910~14）

與新「蕃童教育標準」制訂期（1928~31）之間，作者別立一段新「台灣

教育令」制訂期（1919~23），文中卻完全未論及此一階段之發展。 

(三) 重複之處過多，對其所探討之問題卻無法深入：例如作者第四章〈「蕃童

教育所」之教育〉乃是對山地原住民教育體系做系統的縱向發展簡介，

以單篇論文而言，尤其對入門者來說，極具導引價值；惟置於本書之一

章，在論點與內容上皆不免與其後之第五、六、八、十一章重複而顯得

多餘。再者，受限於單篇論文的篇幅不可過長，儘管是專題研究卻時有

未盡之處。例如本書第一、二章討論豬朥束及台東國語傳習所之設立，

強調潘文杰和相良長綱的合作為該地教育開展之主因，然而，對潘文杰

為何在牡丹社事件時即選擇與日方配合？其如何說服恆春及台東各社原

住民歸順日本，進而鼓勵其向學？各社如何決定自身之立場？對於傳習

所之設立又有何反應？作者皆未深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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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章節間的獨立性太強：平心而論，本書之章節實較一般論文集更具連貫

性，稱之為日治時期原住民教育研究之專書亦不為過，惜作者未發揮此

一特性，甚至在「結論」中亦是將各篇之結語再做一次整理，未強化「專

書」之性質寫出貫串全書之結論，作為本書之總結實未免顯得薄弱和累

贅。 

就本書內容來說，筆者以為有幾點尚待補強之處： 

(一) 有必要與漢人公學校教育及各族群、各地區之原住民教育進行比較：將

原住民教育視為獨立的體系或能釐清其教育之發展脈絡，卻未能突顯其

特色。例如作者在文末總結原住民教育之內涵為「以日語、實科為中心

的近代化教育、同化教育」，但日語、實科亦為漢人教育中所具備之課程。

若進一步比較兩者課程設計之差異，則可知「蕃童教育所」中的實科時

數是「蕃人公學校」的兩倍，更是一般公學校的六倍，
4
且漢人的實科課

程兼及商業、手工、農業；原住民教育則僅有手工及農業，顯示「以農

業、手工為主之實科教育」確為原住民教育之特色。又如作者指出總督

府的教育政策經過分化到融合漢蕃之轉折，那麼漢人公學校在不同時期

讀本中原住民形象的演變是否亦符合此一論述？若能進行雙向的檢視，

其論點將更為有力。要言之，進行原住民教育研究的同時，若能將漢人

教育作為比較之對象，更能突顯總督府對原住民教育的方策和期待。 

本書指出總督府面對多族群、多文化的台灣原住民教育，因地制宜、

保持彈性乃是其一貫不變的原則。而各州聽、各族別、甚至各教育所間，

勢必會呈現不同的教育模式和成果。若能建構其面貌，並比較各地之差

異，將更能貼近原住民教育之實況。 

在橫向的比較之外，探討縱向的發展亦能延伸政策形成過程之歷史

深度。近藤正己曾指出總督府理蕃體制的構想乃承繼日本帝國開拓北海

                                                      
4   根據明治 40 年（1907 年）2 月 26 日「公學校規則中改正」，將實科列為必修科目，規定

每週授課 2 小時以下。而 1914 年「蕃人公學校規則」規定實科每週授課時數 6 小時。1908
年「蕃童教育標準」則規定「耕作、種藝、手工」應佔每日五小時授業時間中的二分之一

以上，換言之，即每週至少 12 小時以上。台灣教育會編，《台灣教育沿革志》（台北：該

會，1939 年，1973 年古亭書屋復刻），頁 283、478、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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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時對愛奴族實行之「勸農定住政策」，
5
在教育政策上是否亦有類似之

經驗傳承？作者曾以相良長綱的履歷點出琉球的語言教育經驗與台灣原

住民教育之關連，惜未能深入，今後若能加強此一面向，超越台灣之範

疇，以日本帝國整體的殖民經驗為視角，其內涵必定更加豐富。 

(二) 政策執行面之探討仍有所不足：政策固然重要，若未經落實，對社會亦

無影響。如前所述，本書視角集中在政策之制訂及沿革，較少探討執行

面的情況。舉例而言，對於實際執行「蕃童教育」的警察，總督府如何

培訓？同樣地，「蕃人公學校」雖與一般公學校的師資來源相同，皆為師

範學校畢業者，但其確實的師資情形如何？比較課程安排、教學內容、

台、日人教師之比例、教師流動情形及薪資，不僅能檢視總督府對原住

民教育之態度，亦能反映原住民與漢人教育之差異所在。目前探討「蕃

人公學校」者皆以 1922 年為限， 但事實上 1941 年台灣小、公學校一律

改稱「國民學校」時，其中，第三號表即為原來的「蕃人公學校」之課

程。因此，筆者認為 1922 年後平地原住民教育表面上雖不見於體制，但

實質上始終存在。必須觀察「蕃人公學校」長期的發展情形，才能對平

地原住民教育有完整的瞭解。除教師之外，教科書作為傳授學童系統知

識的工具，亦為分析教育內涵及精神的主要素材。本書雖已分析「蕃人

公學校」所用的《蕃人讀本》一、二卷，但對於「蕃童教育所」所用的

教材，包括總督府警務局出版之《教育所用國語讀本（卷一～卷八）》、《教

育所用唱歌教材集》及《唱歌遊戲競爭遊戲教材集》等並未探討，因此，

所建構之「蕃童教育所」的教學情形，尚嫌不夠具體。 

(三) 太著重殖民者之意向，而忽略原住民自身之反應及其社會變遷：每天上

下課的鐘聲、一年一度的學校運動會、朝會唱國歌、上體育課等，現代

人早已習以為常，視之為「學校」本應具備之特色。然而，當日治初期

總督府引進此一「近代國家學校」（national school）時，對於漢人、原住

民來說，都是全新的體驗。此一機制在原住民社會中如何定著？誠如許

                                                      
5
   參考近藤正己著，張旭宜譯，〈台灣總督府的「理蕃」體制和霧社事件〉，《台北文獻》直

字第 111 期（台北：台北市文獻會，1995 年 3 月），頁 169-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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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賢所言：「學校要存立，必須有相應的社會條件，如果沒有，就必須創

造出這樣的條件，否則即使制度創設出來也無法被社會接受。」
6
國語傳

習所得以在恆春、台東的原住民部落展開，尤其台東在短短六年之間成

立了 10 所分教場，
7
其原因絕不只是潘文杰與相良長綱兩人的合作，亦

與原住民社會自身對「學校」之態度有關。如宋龍生描述卑南社分教場

之成立時指出：「他們（卑南社人）過去深受不識字、不會計數的痛苦。

當他們知道要在部落中建學校了，即主動去配合，一經頭目和長老的召

集，便放下了手頭的工作，來參與建校。」就卑南社的立場觀之，「此一

『分教場』的設立，自始至終部落中人都是在自主的情況下，自己捐地、

自己砍伐木料竹材、自己採集藤條茅草、自己整地建校舍、自己打造課

桌椅板凳，……所以當學校設置後，卑南社的人就把它當作是卑南社自

己的學校，是他們部落原有會所制度結構之延長。」
8
原住民的社會結構

在學校建立後必定會經歷衝突與調適的過程。以卑南族而言，其部落原

由南北兩半組成，各有其領導氏族及會所組織，當屬於整個卑南社的「學

校」在部落的中央成立，「統一」的觀念才首次介入卑南社之結構中。學

校逐漸取代會所的功能，成為族人生活各層面的中心，也衝擊原本牢不

可破的年齡階級組織，挑戰既有的性別角色認定，甚至形塑「卑南」在

部落間的共同認同。
9
教育的力量在社會變遷中展露無遺，其結果則未必

符合殖民政策之初衷。 

(四) 輔以舊慣調查及方志文獻，掌握原住民社會結構及生活樣態：欲探討教

育對原住民之影響，需先掌握其受教前的社會情狀。有關於此，總督府

舊慣調查所獲的豐富資料可利用來探討。另，胡傳《台東州采訪冊》、屠

                                                      
6   許佩賢，〈台灣近代學校的誕生──日本時代初等教育體系的成立（1896~1911）〉（台北：

國立台灣大學歷史研究所博士論文，2001 年），頁 7。 
7   

分別為馬蘭社、卑南社、奇萊、璞石閣、大巴塱、薄薄、公埔、太麻里、知本、太魯閣等

分教場。 
8   宋龍生，《卑南公學校與卑南族的發展》，（南投：國史館台灣文獻館，2002 年），頁 39。 
9   參宋龍生，《卑南公學校與卑南族的發展》，頁 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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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善《恆春縣志》等方志文獻皆述及原住民社屬、生活及社會組織，亦

可用以建構日治之前該族的樣貌，在此一基礎上觀察總督府如何透過教

育改革原住民之慣習（如出草、黥面、室內埋葬等），理解總督府設計教

育內容之考量，較能掌握教育在原住民社會變遷之意涵。 

整體而言，本書的貢獻主要在於釐清日治時期原住民教育方針之沿革，以及

總督府、理蕃關係者對教育政策的看法，可謂採取「由上而下」的視角探討原住

民教育之發展歷程。其大量利用報章雜誌、公文類纂等一手史料，呈現總督府創

設學校過程中的策略、發展及頓挫，在原住民教育史研究中，實無人能出其右。

惟其視點過於單一，未能兼顧原住民不同族群之特色、自身選擇之主動性，以及

教育對原住民生活的影響，誠為本書最大缺憾。書末作者表示「（本書未探討之）

中日戰爭（1937~45）、太平洋戰爭（1941~45）時期的原住民教育及同時期原住民

的社會教化事業，期於別冊單行本檢討之。」期待未來本書的續集亦能觸及社會

變遷之議題，一則使原住民教育研究「活潑化」，一則以紮實的史料對相關研究進

行對話和檢證。 

 

 

 

 

 

 

 

 

 

 

 

 

 

 

 




